与改革开放同行的40年——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发展纪实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立足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始终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这40年是调解仲裁工作不断顺应改革大势、及时跟进和服务改革的40年，也是调解仲裁工作以改革为动力、取得跨越式发展的40年。既发挥职能作用为改革服务，也通过改革促进自身发展，这是40年来在调解仲裁工作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应当长期坚持的重要经验。
1987年——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恢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工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合同制度转变的过渡期，国家对劳动关系的调整从政策性为主开始向法治化为主转变。
1986年，国务院印发《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对企业用工制度进行改革，劳动用工终身制向市场化用工转变。同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要求建立劳动争议仲裁机构。1987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中断多年后恢复实施。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出台了一系列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妥善处理下岗职工的政策措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劳动争议增多。
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扩大到了各种性质的企业之中，确立了“一裁两审”的处理体制。1994年，《劳动法》颁布并确立了以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环节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1997年——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应运而生
为适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满足人才流动的需要，1997年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应运而生，其标志是原人事部制定出台《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总体上确立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从上到下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在这个阶段，劳动争议处理有力地保障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行，人事争议处理有力地推动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调解仲裁工作，为发展新时期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新时期调解仲裁工作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新的政策取向。这一阶段，随着国际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劳动争议多发、争议范围拓宽、工作重点转移，由以国有企业为主转变为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调解仲裁制度作为重要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处机制，积极预防和处理了一大批争议案件，促进了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2008年——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整合
2008年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是关于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法。该法在确立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程序的同时，促进了调解仲裁机构建设和制度创新，强化了调解职能，规范了仲裁程序，确立了终局裁决的快速程序，对于调解仲裁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同年，为适应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的需要，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两项制度实行整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统一对全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进行管理和指导。此后，人社部加快制定法律配套规章，先后出台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织规则》《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修订了《人事争议处理规定》，从上到下统一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程序和办案机构；整合调解仲裁队伍，既发挥劳动争议处理机构长期立足基层、处理案件实践能力强的优势，又发挥人事争议处理机构层次高、办案力量足的优势，调解仲裁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12年——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关系变得灵活多样，流动性日趋凸显。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如何在新常态下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一个新课题。如何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提升效能建设水平，成为这一时期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2012年，人社部、中央编办、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的意见》。
加强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是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的有效手段，也是满足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的需要。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是指做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具体承担调解仲裁等日常工作。《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的意见》指出，实体化建设要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合理设置机构并配备人员，以仲裁办案场所建设为基础，以落实仲裁经费为保障，着力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
早在2001年，深圳市就开始了探索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的步伐，成立了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独立的仲裁员编制、办案经费和办案场所，为提高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能力，解决“案多人少”的困境作出了有益探索。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娟介绍：“在实践中，有的地方通过信息化建设带动实体化建设。例如，辽宁省大连市仲裁院在建院初期，就确定了融合实体化与信息化建设的思路，根据法律法规对调解仲裁程序的规定，研制开发了新的仲裁管理系统。有的地方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实体化建设。例如，江苏省太仓市仲裁院对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规范、工作标准和工作程序进行重新整理和修订，建立起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有的地方通过部门联动拓展实体化建设。例如，四川省广元市仲裁院探索改革办案机制，变三方协商为多方协调，由人社、法院、工会等部门组成多方协调体系，不定期地召开联席工作会议，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并举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
2017年——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
随着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化，劳动人事争议进入多发期，劳动人事争议数量增多与处理难度加大并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任务艰巨。同时，新形势下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比如调解仲裁工作与争议处理的需要仍然不相适应，调解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仲裁办案制度不够健全，调解仲裁队伍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调解仲裁基层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为切实落实中央要求，有效解决实践中的问题，2017年，人社部会同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副教授曹洋说：“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劳动争议调解网络体系，构建了多渠道、广覆盖、社会化的调解网络体系，劳动争议由调解仲裁向预防和调解并举转变，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模式，形成了企业内部调解组织和社会化调解组织共同作用的调解组织格局，构建了规模以上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大型企业集团、行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以及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调解架构。”
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浪潮，调解仲裁工作从实际出发，驶上“互联网+”的快车道。今年7月，人社部办公厅印发《“互联网+调解仲裁”2020行动实施计划》，旨在信息共享、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平台融合、服务模式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等方面深入探索，推动调解仲裁工作朝着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方向发展。
黑龙江省人社厅将调解仲裁工作与信息技术发展有机融合，对基层仲裁机构、人员、场所、设备等情况进行摸底普查，明确提出了信息化建设的标准。通过5年时间，黑龙江省人社厅构建了“阳光、高效、便民、公正”的调解仲裁信息化工作网络，成功打造了“互联网+调解仲裁”服务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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